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Ｎｏｖ． ２０１６

第 ６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６

埃及研究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流动问题刍议∗

毕健康　 陈　 勇

摘　 　 要：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是那些出于工作需要而暂时居于国外的移民，他们

大多来自埃及社会的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 在移民过程中，埃及国际劳工的财产、收入

大幅增长，职业地位获得一定提升；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中下层人

群逐渐跻身社会中间阶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国际劳工移民虽已成为埃及社会

流动的重要渠道，但仍不足以成为构建埃及现代社会流动模式的主要基础，其消极影响

主要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埃及农村社会公平的实现；对埃及失业问题具有双重影

响；阻碍了埃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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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愈益明显，社会流动步伐加速。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

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① 社会流动在向度上可分为垂直

流动和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即纵向流动，是指个体或群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

一个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上。 如果转移后的社会位置高于转移前的社会位置，即是

向上的社会流动；反之，则是向下的社会流动。 水平流动即横向流动，是指个体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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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一个社会位置转移到另一个同等或同一水平的社会位置上。 代内流动考察个

体在自己一生中社会位置是否变动及其变动规律，主要探讨其职业生涯的动态轨

迹。 代际流动则比较研究上下两代之间社会位置的异同及其变化。①

一般而言，社会流动与社会现代化程度呈正向关系。 在传统农牧业社会，个人

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由先赋性因素决定的，阶级、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界限分明，难
以逾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小。 随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

与市场化的强劲推动下，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分

工、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化加速进行，对人才的需求也愈益紧迫，社会流动逐渐成为普

遍的社会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成为社会流动的强大动力。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渠道畅通，社会流动率高，不仅实现了劳动力与人才

的合理配置，而且使社会和经济充满活力，并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

影响。
埃及作为现代化滞后的后发型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极为曲折，发展道

路明显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曾一度大力推进工业化，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埃及始终在工业化的边缘徘徊，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

合理、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程度低等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埃及奉行开放政策，但工业化进程不进反退。 石油出口、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行费

和侨汇等所谓的四大支柱产业无一属于核心制造业，且极易受到地区和国际局势以

及全球油价波动的影响。 １９７３ 年“十月战争”后，石油价格的飙升与萨达特推行的开

放政策，使劳务输出即国际劳工移民成为埃及的国策之一。 大规模的国际劳工移民

及其侨汇的流入，对于埃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流动，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

影响。 本文在扼要梳理埃及劳工国际移民的动因、历程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基础上，
着重考察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状况，探讨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社会流

动和社会现代化产生的影响。

一、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因及其社会地位

一般而言，国际移民是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

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②。 国际劳工移民属于工作移民，即出于工作或改善生活

的需求等原因，由出生地迁往现居住地的活动。 工作移民又分为技术移民、合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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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季节移民、非固定移民、项目性移民等。①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大多为非固定移民、
项目性移民和和合同性移民，技术移民较少。 从时间角度看，国际劳工移民又分为

暂时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两者的劳工组成结构多有不同。 暂时性移民一直是埃及

国际劳工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埃及的官方统计中，凡是迁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的埃及人，均列入暂时性移民，大多保留埃及国籍；迁移到非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
则列为永久性移民。 然而，国际移民应用研究财团（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出版的《移民概览：埃及》中指出，埃及移民

正在发生暂时移民永久化的变化，迁移到阿拉伯国家的埃及人开始长期居住，其数

量超过了迁移到欧洲和北美的永久性移民。

（一）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因

国际移民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和现象，早在 １９ 世纪末就引起了学界的关

注，由此出现了各种移民理论流派，包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移民动因的新古典主义

经济理论，基于墨西哥移民运动实证研究提出的新经济移民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理性选择理论等。② 对于埃及国际移民的动因，朴素

的“推拉理论”颇具解释力。 １８８５ 年和 １８８９ 年，拉文斯坦（Ｅ． Ｇ．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在《皇家

统计学会杂志》上两次发表题为《移民规律》的论文，提出了移民运动的七个动因，对
移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１９６６ 年，埃弗雷特·李（Ｅｖｅｒｅｔｔ Ｓ． Ｌｅｅ）
进一步阐述和完善了拉文斯坦的“推拉理论”，系统探讨了移民规模、移民潮与移民

特征。 关于移民动因，李提出了迁出国因素、目的国（迁入国）因素、干扰性障碍（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ｏｂｓｔｃａｌｅｓ）和个人因素。 他将促进移民的因素标为“ ＋”，阻扰移民的因素标

为“－”，认为个人（非理性）因素不具有普遍意义，移民行为是“ ＋” ＞“ －”的产物。 同

时他提出，在迁出国与目的国之间存在一些“干扰性障碍”，这些障碍有时微不足道，
有时却不可逾越。 比如，远距离跨国旅行必需筹备的旅费等开支对于底层家庭而言

便是难以逾越的障碍。③

埃弗雷特指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作为人的内在欲望，是移民运动最为直接

的强劲动力。 安瓦尔·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增长迅速，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２ 年埃及年均经济增长率达 ８．４％。④ 消费性开放和两极分化的加剧，刺激了人们

改善生活的强烈欲望。 １９７３ 年“十月战争”停火后，埃及逐渐从战争走向和平，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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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进程在激烈的反对浪潮中艰难启动，大规模的军人复员加剧了埃及国内的就业

压力。 萨达特政权抓住海湾阿拉伯国家等亟需引进劳动力的大好时机，废除所谓的

“出境签证”，鼓励劳务输出，成为埃及国际劳工移民最重要的“推力”。 地缘相近、信
仰和语言同一性以及共享阿拉伯帝国的久远历史及其辉煌等是促进埃及向其他阿

拉伯国家移民的重要的“软拉力”。 调查显示，７３．７％的埃及劳工出于经济目的参与

国际移民。①

“推力”具体体现在埃及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村人地矛盾与失业问题加剧，以及

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等方面。 其一，埃及人口增长快速，埃
及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１９７６ 年，埃及农村人口约为 ２，０６０ 万，１９９６ 年达 ３，４０２ 万。②

同时，农村产业发展长期失衡，农村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 １９８６ 年和 １９９６
年埃及人口普查显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 ６５％和

５１．６％，③但同期埃及的可耕地并未出现明显增长。 因此，埃及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

出，大量年轻人无地可耕，失业问题加剧。 据埃及官方统计，１９７６ 年农村失业率为

６．８％，１９８６ 年上升到 １３．７％。④ 农村人口大面积失业促使大量的农村年轻人涌入了

就业机会更多的大城市和阿拉伯产油国。 其二，埃及教育发展不平衡和就业政策调

整。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但教育尤其是中专教育质量

下降。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埃及政府停止中专毕业生就业分配政策，使中专毕业

生的失业问题加剧。 大量失业的中专毕业生选择了加入国际劳工移民的大军。
埃及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交往的中枢地区，历史上具有开放传统。 作为文明古国

和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埃及一直在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和专业人

才，包括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执政者提供政府顾问，向伊拉克等国家输出教师等专业

人才。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前，只有少量埃及人移民欧美发达国家。 纳赛尔时期，埃及

经历短暂的封闭后，仍为向外移民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便利。 １９６４ 年，埃及政府开始

允许国民出国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６７ 年宣布移民为政府允许的“合法活动”。 １９６２ ～
１９６８ 年间，埃及向外移民 １３，１１３ 人，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⑥

１９７３ 年十月战争后，国际油价飞涨，萨达特政府废除“出境签证”，埃及进入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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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向外输出劳工的新时期，但受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油价波动的影响，埃及国

际劳工移民随之起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１９７４ ～ １９８４ 年，埃及进入高速发展

期，埃及国际劳工增长迅速，但后期受到来自亚洲的廉价劳工冲击；１９８４～１９８７ 年，受
石油价格疲软所累，海湾国家对建筑工人的需求减少，同时阿拉伯国家开始发展本

国人力资源来取代外籍劳工，埃及劳工移民规模有所缩小；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２ 年，埃及政府

因国内失业问题严重，积极开拓海外劳工市场，国际劳工数量略有增长，但海湾战争

的爆发以及持续减少的新劳工合同导致埃及劳工大规模回流；１９９２～２００４ 年，埃及劳

工数量恢复到海湾战争前水平，但该时期海湾国家对埃及劳工的限制更加严格。
据埃及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①，１９７０ 年埃及国际移民约 ７ 万

人，１９７６ 年猛增到 １４０ 万人。② 根据国际移民应用研究财团的数据，１９９８ 年埃及移

民总数达 ４，８８７，６９６ 人。 其中，暂时性移民 ３，５２０，４７７ 人，移民到阿拉伯国家

３，５１１，８５９ 人，其他非洲国家 ２，５４５ 人，亚洲国家 ６，０７３ 人；永久性移民 １，３６７，２１９
人，移民到澳大利 ８０，３５０ 人，欧洲国家 ５０６，０２８ 人，美洲国家 ７８０，８４１ 人。③ 数据显

示，美国和意大利是埃及永久性移民首选的美洲和欧洲国家，到美国的埃及移民占

埃及国际永久性移民的 ４０％以上。 世界银行数据表明，２０１０ 年埃及国际移民总数为

３，７３９，１１１ 人，④其规模比 １９９８ 年下降了 ２３％。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ＩＯＭ）最新统

计，２０１５ 年埃及国际移民为 ２，６８５，３５２ 人。⑤ 大致说来，埃及 ７０％左右的国际移民迁

移到阿拉伯国家，其中沙特阿拉伯占 ３０％以上。 与移民规模波动一致，埃及的侨汇

收入上下变动不居：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埃及侨汇收入仅 ３１ 亿美元；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８６
亿美元，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１％；⑥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侨汇增长到 １８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超过 １９０ 亿美元。⑦

总之，尽管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只占总人口的约 ５％，侨汇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约 ４％，但对于国际移民的社会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却产生了重要的边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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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和统计数据滞后，本文难以提供完整、准确和系统的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统计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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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社会地位的获得

社会的阶层结构既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 社

会阶层存在多个维度的划分标准，如收入、职业、权力、教育和生活方式等。 社会分

层标准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 在传统等级社会中，以血缘和政治地位为主的

等级身份，无疑是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 而在变动不居、社会流动迅速的现代社会

中，财产和收入基本取代了等级身份，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标准。 财产和收入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获得商品、服务、权力和威望等稀缺资源的能力，进而深刻影响社会

成员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 职业区分是现代工业发展、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

化的产物，不同的职业标志着占有或使用社会资源的不同。 职业身份已经成为当代

社会成员社会地位最基本的体现。 因此，当前国际学术界比较通用的社会阶层划分

标准为财产、收入和职业。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地位“内外有别”。 他们经常在迁入国遭到歧视，工作

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迁入国国民恶劣。 但与埃及国内工人相比，埃及国际劳工的财产

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不仅获得了新的从业经验和职业技能，思想观念和生活

方式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总而言之，埃及国际劳工移民获得了新的社会地

位，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下文从财产、收入增长、职业地位提升、移
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等方面，考察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社会

流动的推动作用。

二、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内部成员复杂，尚未构成一个社会阶

层，更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阶层意识。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社会流动，与其财产收

入、职业、思想文化、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等方面密切相关，移民前后社会属性的改

变也是影响该群体社会流动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财产、收入呈现大幅增长

埃及的国际劳工主要来自埃及社会的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家庭。 埃及农村劳

工参加国际移民的可能性与人均收入成倒 Ｕ 形关系，即中等收入的农村男性比高收

入者和低收入者更有参加迁移的可能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在埃及家庭人均年收

入（不包括汇款）１０～５０ 埃镑的农村人口中，２０～３５ 埃镑的家庭迁移率最高。① 不过，
另一项对埃及国际劳工财产背景的调查显示，国际劳工来自社会底层。 调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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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家庭的男子成为国际劳工的概率最大，农村无地男子有 ２０．６％的概率参加国际

迁移，但当有 ５ 费丹土地的时候，可能性降至 １１．８％。① 这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异是因

调查内容与调查时间的不同所致。 前者以人均收入为调查内容，后者则以土地的占

有数量为调查对象，调查时间跨度约 １０ 年。 综合来看，国际移民对埃及中间阶层和

中下阶层的吸引力较大，因为相对于参与国内移民的劳工，前往海湾国家的国际劳

工往往需要花费一笔高昂的费用，以向劳务代理公司购买劳工证。 ２１ 世纪初，这笔

开支在 ４，０００ 埃镑到 ２０，０００ 埃镑之间，远非埃及底层民众能够轻易承受。② 这就是

前述的“干扰性障碍”。
国际劳工移民使劳工在收入上有了极大提升，促使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

也有程度区分。 从宏观层面看，埃及侨汇收入在 １９７３ 年之后增长较快，并从 １９７４ 年

的 ２，７３０ 万美元增加到 ２００１ 年达 ２８，７６０ 万美元。 其中，１９９２ 年达到 ６１，０４０ 万美元

的顶峰。③ 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２０１２ 年埃及侨汇收入达 １９０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１ 年

增加 ４０ 亿美元。④ 侨汇的增长反映了埃及国际劳工收入总量的增加。 从微观层面

看，劳工移民个体的工资或收入水平也有大幅度上升。 例如，１９７７ 年前往沙特的建

筑工人工资与在埃及相比翻了 １１ 倍，大学教员工资翻了 ７ 倍，普通教师工资翻了 ８
倍。⑤ 埃及国际劳工的收入相对国内劳工提升较快，促使其在收入分层中实现向上

流动。 明亚省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年的调查数据将 １，０００ 户家庭按家庭总收入从高到低进

行排序，并均分成五个层次，证实了上述结论。 其中，国际劳工家庭在收入最高的前

２０％的家庭中占比提升至 ２３．１４％，在第二个 ２０％的占比增至 ２６．７２％，但在最贫困

２０％的占比降至 １５．９８％。⑥ 可见，由于侨汇收入，国际劳工在高收入阶层（富有的

４０％）所占比率接近 ５０％，表明许多来自社会中下收入阶层的国际劳工实现了向上

的社会流动。
埃及回流劳工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侨汇对国际劳工收入的

提升作用。 同样是明亚省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年的调查数据，将劳工分成已回流劳工家庭和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ｙｍａｎ Ｚｏｈｒｙ， Ｒ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ｉｎ Ｃａｒｉｏ， ２００２，
ｐ． １５６．

Ａｙｍａｎ Ｚｏｈｒｙ，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ｓｓｅｘ ａｔ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 ｐ． ８０．

Ｈｅｂａ Ｎａｓｓ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ｉｔｉｔｕｅ， ２００５， ｐ． ３８．

胡英华：《埃及 ２０１２ 年侨汇收入持续上升，达到 １９０ 亿美元》，载《经济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第 ８
版。

Ｂｅｎｔ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Ｒａｄｗ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Ａ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Ｔｅａｍ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Ｄ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ＬＯ， １９８２， ｐ． ９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Ａｄａｍｓ， Ｊｒ．， “Ｗｏｒｋｅｒ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ｇｙｐ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１９８９， ｐ． ６５．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流动问题刍议


仍留在国外劳工家庭两组。 在每组内依次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并
分成五个层次。 在最富的 ２０％家庭中，回流劳工仅占 １１．４８％，仍留在国外的劳工占

比达 ２８． ５７％；在次富的 ２０％ 家庭中，回流劳工占 １８． ８５％，仍留在国外劳工占

２３．５３％。①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由于回流劳工收入下降，他们在收入分层中的地位下

滑，从而证明了侨汇收入对于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重要性。 同

时，埃及劳工内部的收入增长程度不同，来自埃及中间阶层的高技术劳工相对普通

劳工的收入提升更大。 １９８０ 年，占国际劳工 １０％的高技术中间阶层大致占汇款总额

的 ３０％。② 不过即便如此，普通国际劳工相对于埃及国内劳工收入增长依然很大。
剩下 ９０％的普通劳工汇款 １４ 亿美元，人均 ２，８００ 美元，而 １９７９ 年埃及国内人均年收

入仅为 ３５８ 美元。③ 此外，回流劳工大多利用在国外攒下的积蓄，购买小块土地、农
业机械和牲畜，或者开办小企业，从而拓宽了收入渠道，在其增加收入的同时，职业

地位亦有所提升。
（二）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职业地位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

埃及国际劳工最初从事的职业几乎包含了埃及所有的职业类型，但主要限于社

会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无技术劳工。
１９７３ 年前，埃及的国际移民主要是政府派往阿拉伯国家的教师或高技术专家。

１９７３ 年以来，埃及国际劳工从事的职业扩展到几乎所有职业类型，且数量增长较快。
数据显示，１９７２ 年，埃及政府派遣的人数为 １３，４７８ 人，１９８０ 年增至 ３７，２８１ 人，但政

府派遣劳工占总国际劳工移民的比率却持续下降，从 ２７％减少到 ９．９％。④ 这一情况

表明，基于私人合同的移民劳工占国际劳工的比例大幅度提升。 这些基于私人合同

的劳工最初职业多为无技术劳工，在私营或公营部门就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回
流劳工最初的职业结构体现为：出国前一半为生产性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和搬运

工，有 １１％的劳工原本从事农牧业生产，同时 ５８．３％的劳工出国前在私营和合作部门

就业，还有 １３．８％出国前没有工作。⑤ 然而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埃及国际劳

工的职业构成和技能水平发生了改变，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上升，无技术劳工比例下

降。 其中，１９８５ 年科学技术人员占埃及劳务合同总数的 ２０．４％，２００２ 年增长至 ４１％，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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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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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 ｏｆ Ｎ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ｄ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２１２。 由于缺乏占劳工总数 １０％高技术中产阶级在汇款中的数据，该数字为笔者

大致估算。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 ｏｆ Ｎ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ｄ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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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Ｃａｉ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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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３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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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同期所占比例从 ０．３％增长至 ２．４％，而产业工人则从 ４３％降至 ３３．８％。①

埃及劳工的目的地国也因最初的职业不同而有所区别。 早期埃及国际劳工主

要依靠以朋友、亲戚和同乡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跟随最早一批迁移者选择移民

国家。 但随着目的地国对国际劳工的限制加强，埃及劳工移民目的地国的选择与职

业结构和教育水平的关联性越来越强。 埃及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国主要是伊拉克、沙
特、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和利比亚。 １９８７ 年，近 ９５％的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在上述国

家从事不同工种，②２０００ 年占到 ９６％。③ 上述目的地国可进一步分为两类，沙特、科
威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是埃及劳工的首选目的地国，前往这些国家的主要是技术

和半技术人员。 ２００２ 年，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埃及科学技术人员分别占三国埃

及劳工的 ４０．５％、５３．５％和 ４１．１％。④ 约旦、利比亚和伊拉克（海湾战争之前）为另一

类，其中约旦和利比亚毗邻埃及，同时对埃及劳工的限制较少。 因此，大量无技术的

劳工很容易涌入这些国家。 ２００２ 年，前往约旦、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埃及产业工人分

别占三国埃及劳工的 ６２．９％、３１．４％和 ６２．９％。⑤

埃及劳工通过国际移民实现了一定的职业地位提升，这种提升偏向来自中间阶

层的专业技术劳工，其职业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劳工在海外获得新的

工作经验，回国后成功实现职业转变，彻底抛弃原先的老行当。 数据显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埃及有 １７．８％的回流劳工在海外获得了新的工作经验，⑥而获得新经验的

劳工中有不少进入了建筑行业。 对建筑劳工的有关抽样调查显示，１９８８ 年在 １０％出

国前不是建筑工人的劳工中，有 ４３％在国外是建筑工人，３５％归国后仍从事建筑

业。⑦ 二是进行生产性投资。 埃及国际劳工在迁移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其中

有小部分进行生产性投资，成为雇主和自我雇佣者。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７ 年对埃及六个村落

的调查显示，７．６％的埃及劳工投资制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⑧其中绝大多数劳工或

通过购买小型货车和出租车进入运输业，或经营小型乡村零售店，其余部分开设制

造厂和修理铺，他们大多是原来有手艺的工匠。 劳工投资制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

等行业有限，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上述行业需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能力，这是绝大多

数劳工不具备的。 然而，即使是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有许多人利用个人积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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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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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ｙｍａｎ Ｚｏｈｒｙ，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ｐ． ３４．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３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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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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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第 ３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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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投资农业，改变家庭生产模式，增加收入。 调查显示，１６．７％的回流劳工和 ４０．４％
原先从事农业的国际劳工，选择投入资金购买土地、农业机械和牲畜。①

然而，国际移民对劳工职业地位的提升作用依然有限。 调查显示，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期，埃及回流劳工中的 ４１％在海外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农民；
３４％的回流劳工就职于出国前同样的工作领域。② 这主要是因为埃及劳工出国前多

为无技术工人和农民，他们大多在国外从事生产性工作，未能获得足够的职业培训，
回国后依然干老本行，其职业地位自然难以获得提升。

（三）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问题

考察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受教育程度与社会流动问题，离不开研究这些国际劳工

下一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国际劳工移民的代际流动，因为一般

情况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数据

和资料，这里只能简要评述移民自身的教育程度，以便从侧面管窥埃及国际劳工移

民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 有资料显示，国际劳工受教育程度越低，对社会流动的

潜在促进作用就越大。 个中原因在于，中下阶层的国际劳工移民有更强烈地提高下

一代教育水平的意愿。 研究显示，２００２ 年国际劳工家庭孩子接受教育的比例比其他

群体高 ４．４％。③

埃及国际劳工的教育结构与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教育结构整体相对应，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有所提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大量未接受教育的埃及国际劳

工前往阿拉伯石油国家。 但自 ８０ 年代开始，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受过良好

教育的技术劳工开始增加，未受教育的无技术劳工人数下降。 据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７ 年对上

埃及明亚省的调查显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者参与国际移民的可能性最高，达 ３０．
１％。④ 与此同时，大量未接受教育的劳工回流，回流劳工的文盲率占回流劳工的比

率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１６％增加至 １９８０ 年末的 ４５．５％。 相反，持有大学文凭者占回流劳工

的比例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３５％下降至 １９９０ 年初的 ２．７％。⑤ 需要指出的是，埃及国际劳工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上埃及明亚省滞留在国外的劳动力中依然有 ５８．８％的

文盲，１７．７％略知读写，只有 １９．３％接受过中专教育。⑥ 其原因可能是埃及国际劳工

主要来自埃及的中下层，其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 此外，阿拉伯石油国的建筑业吸

收了大量的无技术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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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国际劳工的受教育结构也与其来源地的发展情况紧密相关。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年，一项对埃及六个村落的调查显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下埃及村落，其受教育劳工

的比率有时高达 ５３． ２％；但现代化程度最低的上埃及村落，受教育劳工仅占

１８．８％。①

（四）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埃及国际劳工在迁移过程中受到现代丰裕的物质生活与传统伊斯兰教理念的双

重冲击，海湾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国家的消费社会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改变了该群体的

生活方式。 从整体上看，国际劳工比国内劳工享受着更好的生活标准（３０．０５：２８．５１），
基本需求指标也更高（６．６：６．０１４）。② 这一改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

劳工的侨汇减少了劳工家庭获得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困难，同时推动新的住

房建设，拉动并扩大耐用品消费。 这既提高了国际劳工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影响了

国际劳工的生活方式。 在埃及农村，国际劳工的家庭住房在外观和装修风格比较容

易分辨，房子上部装修现代，而房子下部风格传统。 房子上部一般是劳工回国新建，
而房子下部多为劳工父辈所建，这形象地体现出埃及农村正在经历垂直分化。 对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埃及六个村落的调查显示，一方面，高达 ７３％的国际劳工购买电子产

品和耐用消耗品，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劳工。 电视、收音机等现代化设备改变了埃

及农村落后的交流方式。③ 另一方面，国际劳工接触新生活后，思想观念更加现代

化，对教育、医疗服务要求更高，２００２ 年国际劳工家庭享受的医疗服务比例已达

７．８２％。④

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坚守伊斯兰传统生活方式，大力提倡和渲染伊斯兰

平等观念，对埃及国际劳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劳工接受伊斯兰传统服饰，并
将传统着装的风尚带回埃及国内。 大量的侨汇输入埃及国内，所谓的伊斯兰经济迅

速发展。 数据显示，１９９１ 年有 ２．８８％的埃及侨汇投资伊斯兰宗教企业。⑤ 大量汇回

埃及的侨汇与传统伊斯兰理念在埃及的扩散，使埃及私立清真寺急剧膨胀，推动了

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 埃及国内社会尖锐的矛盾和从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入的”保
守的宗教思潮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伊斯兰主义在埃及的传播，并深刻影响

着埃及中下阶层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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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现代化

埃及国际劳工在移民前大多为社会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无技术劳工，他们大

多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换言之，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是直接受益者。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社会流动和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具体的财富分配来看，埃及劳工的国际移民在一定程度阻碍了农村社

会公平的实现，妨碍了农村底层人口向上的社会流动。 有关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在
农村，国际劳工的汇款更多地让埃及的中上层受益，这反而拉大了埃及农村的贫富

差距。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年对明亚省的家庭调查将 １，０００ 户家庭按是否有侨汇分成两组，
每组依次按照家庭总收入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分成五个等级。 在收入最低的 ２０％
的家庭中，包含侨汇收入的家庭占 １０．１７％，无侨汇收入的家庭占 １１．０４％，二者差距

并不明显。 然而，在收入最高的 ２０％的家庭中，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占比达 ３７．３１％，无
侨汇收入的家庭占比仅 １５．７６％，①二者相差近 ２０ 个百分点。 可见，侨汇收入让埃及

农村上层更富有，但并不能显著改善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 这进一步拉大了农

村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不含侨汇划分时的 ０．２３６ 上升至含侨汇划分时的 ０．２７１，
泰尔指数②也从 ０．０９８ 上升至 ０．１１３。③ 因此，埃及国际劳工的汇款在缓解农村贫困

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收入的不平等。
其次，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对埃及失业问题产生了重要且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吸收了大量的失业人口，缓解了埃及的失业问题。 萨达特和穆巴

拉克时期，埃及国际劳工人数不断增长，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８ 年埃及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 ５２
万余人，④远超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使劳工的供求结构矛盾突出。 因此，埃及经

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 １９７６～２００１ 年埃及官方公布的城乡失业率

一直在 ７．７％以上，⑤且失业人口逐渐趋向年轻化，集中在 １５ ～ ２９ 岁之间的大中学毕

业生。 其中，农村地区失业率高于城市，农村占埃及总失业人口的 ５２％。⑥ 埃及城乡

的失业人口几乎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极度贫困。 ２０００ 年，户主失业家庭占埃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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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 １９．６９％。① 与此同时，１９７３ 年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工数量达 １４．９ 万人，
１９８７ 年底增至 １５８．２ 万人，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由于战争等原因大批劳工回国，增幅有所减

缓，２０００ 年重新增至 １９０ 万。② 可以推定，大量埃及年轻劳动力参与国际移民的过

程，有效地缓解了埃及严重的失业问题。
另一方面，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是一种短暂性的移民，埃及官方把所有移民

阿拉伯世界的埃及人统计为暂时性移民。 受地区局势和国际市场油价大幅度波动

的冲击，埃及国际劳工移民大规模回流给就业带来巨大挑战。 埃及内政部的公民出

入境报告显示，１９７０～１９８４ 年间（除 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３ 年外），埃及公民移民海外形成潮

流，即移民大于回流，随后回流上升。 １９８５ 年，埃及公民净回流 ６６，０００ 人，１９８６ 年净

回流 ３２．７ 万人，１９８７ 年 ４２，０００ 人。③ 据估计，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７ 年，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的

劳工减少的人数介于 ２０．３ 万人和 ３０．８ 万人之间。④ 因此，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

期，埃及的国际劳工已经开始渐进性回流。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的海湾战争不仅导致埃及

近 ５４ 万劳动力的突发性回流，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存款和不动

产，给埃及国内就业市场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又恰

巧是埃及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１９９１ 年埃及经济跌至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

为 ２．１％。⑤ 在这种不利的经济形势下，国际劳工大规模回流对埃及国内严峻的失业

问题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再次，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来看，国际劳工移民并未推动埃及向资本主义农业

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 埃及在纳赛尔时期进行的三次土地改革摧毁了大土地所有

者群体，农村开始逐渐抛弃原来依靠佃农进行农业生产的模式，转而发展雇佣劳动

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 不过，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农业向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受阻。 对上埃及巴希亚村（Ｂａｈｉｙａ）的调查发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初，国际劳工的汇款确实使得有些家庭尝试资本主义生产，但随着国际劳工的数

量快速增长，加上劳工汇款使中下层女性向家庭生产活动转移，造成农村自由劳动

力短缺。 与此同时，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将大量土地归还给大土地所有者，并逐

步减少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导致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开始复兴。 在此背景下，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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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村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减缓，依靠佃农耕种的传统生产模式重新盛行。①

就埃及男女平等问题而言，国际劳工移民对社会现代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 大量年轻男性参与国际移民缓解了埃及社会原有的两性不平等。 埃及农村社

会深受伊斯兰教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地位普遍不高。 大量年轻男性离开埃及农村

后，妇女不得不担负起原本应该由男人承担的农业劳动。 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意
味着其家庭地位的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四、 结　 语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作为当代埃及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对于埃及社会流动和

社会现代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来自中间阶层和中下阶

层，其财产、收入大幅度增长，多数移民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有所提升，一些出身

中下阶层的移民跻身中间阶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 其次，国际移民运动在一

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埃及的贫困问题，但也加剧了农村地区收入的不平衡，因而未

能推动埃及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 最后，国际移民极大地缓解了埃

及严重的失业问题，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方面，移民的突发性大规模回流

加剧失业压力，影响埃及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力流失，使埃

及失去了宝贵的人力资源，造成埃及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因此，对于埃及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现代化，尤其是对于构建开放的、可持续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而言，必须增

强内生性发展动力，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源，固本开源，避免走主要依托外部资

源、外部市场的依附性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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